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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

资本下乡的农业经营实践

———一个公司型农场内部的关系与风气

徐宗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资本下乡之后，为了应对农业经营中的监督困难和日益上升的人工成本，在经营方式上出现了

从规模经营到家庭经营的转变。 通过对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内部不同地块产量差异的分析，展示

了资本下乡的农业经营实践，以及不同承包人的关系对具体农业经营活动的影响。 研究发现，不同承包

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以及关系结构，影响了他们在农业经营中换工和雇工的选择，进而影响了经营效果。
不同地块的承包人之间形成的不同风气，影响了承包人的交往心态与经营管理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加强了既有的产量差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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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的生产力和农产品收购制度等商品化

改革互相“碰撞”，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凸显出一对矛盾，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 在此背景

下，地方政府支持的一些涉农龙头企业，以带动农业产业化、领导农民致富为目标，进入农产品的

加工、流通和商贸环节，以订单为纽带，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化生产，典型模式为“公司＋农
户”。 有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资本下乡［１－３］ 。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税的取消、国家土地政策的调整，农业经营开始变得有利可

图，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动机、途径与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企业不断从流通、商贸等农业

产前产后环节扩展到直接从事种（植）养（殖）业，发展现代农业，从事新农村建设等环节，典型表

现为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农村土地、建立公司型农场、进行农业规模经营［４－６］ 。 对于这一类的资本

下乡，相关研究主要从两条进路展开：一方面全面揭示资本下乡的结构背景和动力机制［４，６］ ；另一

方面则重点关注资本下乡之后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７－１３］ 。 这些研究分别从宏观结构和微观机制

方面展现了资本下乡的不同面向。
第一条研究进路从城镇化与政府行为的经验研究出发，讨论资本下乡结构背景与动力机制。

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格局，进一步影响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这一改革使得

地方政府行为的重点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从工业化转向城镇化，并形成了土地、财政、
金融“三位一体”的新城市化模式。 在这种城市化模式中，关键因素是土地，“经营城市”的本质在

于“经营土地” ［１４，４］ 。 随着“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经营土地”的模式开始超越城市的范围，延伸

到广袤的乡村地区，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同时，也开始“经营村庄” ［１５］ 。 这构成了我们理解资

本下乡的结构背景。 从动力机制上看，资本下乡是地方政府行为和资本逐利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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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工商资本下乡务农看重的并非经营农业的获利，而是土地指标、政府融资与财政支持等非农

项目带来的收益［１６－１７］ 。 另一方面，在“项目治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将工商资本打造为申请项目

的平台，申请下来的项目资金投给工商资本，双方得益［６］ 。 这一维度的研究充分展现了资本下乡

的结构背景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互动，我们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均围绕土地展

开，土地也是引发资本下乡最为核心的要素。 工商资本下乡之后流转了大规模的土地，直接参与

农业经营，他们如何组织生产，是第二类研究分析的重点。
第二条研究进路虽然立场、视角与结论各不相同，但在这些研究中共同展现的逻辑是从“规模

经营”到“家庭经营”。 工商资本在流转了大量土地之后，通常采用规模化大农场的生产方式，集中

土地、购置机械、雇请人工，并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公司化管理方式对农场进行管理，即“横向一体

化”的经营方式［１８，１０，１２－１３］ 。 但是这套经营方式在具体的农业经营中很快遭遇挫折，原因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方面，工商资本下乡务农，不仅需要支付高额的土地流转费，而且雇工生产需要支付人

工费用，后者的价格与小农经营所使用的廉价家庭辅助劳动力完全不在一个竞争层次上［３］ 。 另一

方面，农业生产独特的激励问题和监督困难，使得工商资本以雇工生产等工业化方式从事农业经

营特别容易失败［１９－２１］ 。
面对这样的情况，工商资本纷纷进行生产调适，其特点是将集中流转的土地再次分包给不同

的生产者进行家庭经营，这在不同的研究中均有所展现。 这些研究中提到的“土地分级承包” ［７］ 、
“土地转包” ［５］ 、“公司＋代管户” ［１０］ 、“土地包方制” ［１２］ 、“公司＋租地农” ［１３］ 等经营方式，共同揭示

了规模经营在现实中走向“规模”的反面，被各种各样的土地分包所取代的现象。 虽然经营方式的

名称各不相同，但其中的实质———“包”的精神是相同的。 工商资本下乡流转了大规模的土地后，
不再进行规模经营，而是将流转而来的土地划分成小块再次分包给不同的家庭，进行分散经营。
因此，资本下乡后，农业的经营形式并非有些学者认为的规模经营、集中生产，而是集中流转、分散

经营。 换句话说，这些流转了大量土地的农业企业，在经营方式上会主动放弃大规模经营，转而采

用包买、协议和合同的方式，借助小家庭农场的优势来提高其经营效益［１１］ 。
虽然既有研究展现了工商资本利用家庭经营来实现生产调适的策略以及从“规模经营”到“家

庭经营”的变迁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经营形式存在着巨大差异。 这些差异表现在工商

资本的角色、承包土地的主体等方面。 从工商资本的角色看，有研究认为，将流转土地再次分包之

后，工商资本控制了“农场之外的农业”，重新回到农业生产的上下游环节攫取利润，扮演土地食利

者与隐蔽雇佣关系的主导者角色［７，１０，１３］ ；另有研究认为，土地再次分包并不意味着工商资本放弃了

土地的直接经营，而是以“搬迁”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方式再次扮演了另类土地经营者的角色［１２］ 。
从承包地的主体来看，有研究指出，工商资本将土地分给代管户，这些代管户主要是当地农民［１０］ ，
一些外来的职业农民也成为土地再次分包之后的经营者［１３］ ；另有研究指出，工商资本将土地分包

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进行耕种［１２］ 。
将这两方面的差异结合起来后发现，他们所揭示的农业经营形式内部的关系形态很不一样。

在前一类研究中，工商资本退出生产环节，进入农业生产的上下游领域，形成了“公司＋代管户”模
式，其特点是代管户形成了个体的、分散的家庭经营。 代管户基本上只与公司发生关联（当然这并

不排除他们与其他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关联，这一主体有可能也是代管户），从公司购买种植“套

餐”、农作物由公司收购等［１０］ ，承包人也就是“代管户”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竞争关系。 虽然本

地代管户之间也可能互相认识，存在社会关系，但是因为没有利益竞争关系，所以不同代管户之间

更可能呈现出“独自经营”的状态。 但在后一类研究中，工商资本将土地分包给亲戚朋友种植，形
成了类似于“经营地主＋长工”的模式，不同承包人之间原本存在社会关系，以产量与管理技术合并

打分来发放管理费的设置［１２］ ，更使得不同的地块经营者之间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 那么，不同承

包人之间固有的社会关系和潜在的竞争关系是如何影响具体的农业生产经营的？ 这是本文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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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的问题，本文将利用华北地区一家公司型农场的实际案例来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式回答，以
求进一步拓展已有研究。

二、案例与分析思路

对于不同承包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具体的农业生产经营造成影响这一问题，我们将以一个农

业经营中的具体问题来引入。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笔者在华北地区连川市的兴民农场①做实地调研，正
值小麦成熟时节。 笔者发现，兴民农场的小麦虽然整体上长势不错，但是分区域②来看，直观感受

是，省道以北的小麦在整体上明显好于省道以南。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的玉米长势也是如此。 通过查阅兴

民农场经营以来的农作物产量数据，我们发现北区的产量高于南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生产年③小麦产

量详见表 １。
表 １　 兴民农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小麦产量

区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生产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产年

产量 ／ 斤 面积 ／ 亩 亩均产量 ／ 斤 产量 ／ 斤 面积 ／ 亩 亩均产量 ／ 斤

北区 １９４８２８０ ２１９３ ８８８

南区 ２５０７８２８ ３０１２ ８３２

总计 ４４５６１０８ ５２０５ ８５６

１６３６９６０ １９０６ ８５８

１６４０８５２ ２１５２ ７６２

３２７７８１２ ４４１２ ８０５

　 　 通过表 １ 可以发现，虽然北区和南区亩均产量差距不是很大，但这一区别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产

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经过向农场会计求证，我们知道，产量差距符合田野观察，而且这并非偶然

现象，而是兴民农场自经营以来的规律且产量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的产

量差距呢？ 在分析之前，我们先对案例背景进行介绍。
（一）案例

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及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 ９ 月对华北地区连川市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 连川市位

于华北地区中部黄河冲积平原，属于传统的粮食产区。 笔者开展实地调查的区域位于“小麦—高

粱”区［２２－２３］ ，这个区域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高粱、玉米，配合马铃薯、花生、大豆轮作。 在笔者实

地调查的区域，粮食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一年两熟。
兴民农场是连川市内规模最大的土地流转农场，位于新关区大屯镇。 大屯镇位于新关区东南

部，全镇辖 ５２ 个行政村，镇域面积 ７２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６ 万多亩，总人口 ４ 万余人。 农场主王辰

林是连川市冬安县柳镇王庄村人。 他先后做过房地产、化工制造和医疗器械的生意。
２０１３ 年，王辰林流转土地 ５６５９ 亩成立了兴民农场，涉及大屯镇的 ７ 个村庄，其中 ３ 个村是整

村拆迁、农民上楼，耕地整体流转，４ 个村是耕地部分流转。 值得说明的是，王辰林流转的 ５６５９ 亩

土地全部是连川市一家化工企业联华集团未来 １０ 年内规划占用的土地，兴民农场之所以配合联

华集团的发展规划和占地要求，一方面兴民农场是地方政府为了减小联华集团在占地过程中与众

多小农打交道的困难而引入的，为此乡镇政府每年为兴民农场提供每亩地 ２００ 元的补贴；另一方

面，在兴民农场经营期间，联华集团每年为兴民农场支付每亩地 ３００ 斤小麦的“补偿”，在此基础上

兴民农场的农业经营更容易赚钱。
兴民农场实际经营的土地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每年都在减少，２０１４ 年是 ５６５９ 亩，２０１５ 年是 ５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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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学术惯例，本文对文中涉及的所有地名、人名和公司名均匿名化处理。
兴民农场被 １３ 号省道分割成了南北两部分，这一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文进行介绍。
之所以使用跨年度的生产年讲法，主要是因为华北地区的耕作制度和计算收益的方式，冬小麦跨年生长，一般根据冬小

麦和玉米两季作物产量来计算一个生产年的收益。



亩，２０１６ 年减少到 ４４１２ 亩。 农场主王辰林将 ４４１２ 亩土地划分为 ２４ 个①大小不等的地块，每个地

块的面积在 １００ ～ ３００ 亩，他将这种经营方式称为“土地包方制”。
省道将农场分割为南北两大地块，其中北区 １２ 个地块面积共 ２２６０ 亩，南区 １２ 个地块面积共

２１５２ 亩。 农场主将这 ２４ 个地块重新划分并分包给不同的承包人，每个地块的具体面积和承包人

情况参见表 ２。
表 ２　 兴民农场内不同地块的承包人

编号 承包人 地块面积 ／ 亩 编号 承包人 地块面积 ／ 亩

０１ 王福青 ２１１

０２ 李瑞睿 ２３６

０３ 王福金 ２３７

０４ 王永辉 １２０

０５ 申罗阳 ２５３

０６ 王辰善 ２６４

０７ 杨国通 １４１

０８ 王福生 ２０７

０９ 申汉文 １０１

１０ 张华盛 １６６

１１ 王福春 １３８

１２ 王福章 １８６

１３ 王德莱 ２２２

１４ 王福原 ２０６

１５ 王福良 １８６

１６ 孙全超 ２４６

１７ 王福丰 １０１

１８ 韩洪波 ２０９

１９ 王福镇 １９８

２０ 张佳吉 １１７

２１ 付东平 ２２７

２２ 张亚伟 １０３

２３ 王福邦 １４９

２４ 王福华 １８８

　 　 资料来源：根据兴民农场 ２０１６ 年工资表整理。

在选择承包人方面，农场主王辰林将自己老家柳镇王庄村的很多村民直接“搬迁”到兴民农场

从事农业经营，所有的承包人都是农场主的亲戚朋友，很多承包人之间也互相认识。 在这种经营

方式下，农场主提供所有的生产资料，承包土地的农民只出劳动力，他们需要按照农场主的安排对

土地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在人手不够时需要自己解决雇工问题。 承包人的管理费平均每亩地

３００ 元。 发放管理费根据农场内所有承包人的积分排名，积分由两个数值相加而得。 第一是产量

分，以亩产进行排名，占积分的 ４０％；第二是管理分，根据不同的管理环节进行百分制打分，占积分

的 ６０％。 两项分数相加，对承包人进行排序，第一名能拿到每亩 ３６０ 元的管理费，并获得额外奖

励，最后两名只能拿到每亩 ２６０ 元的管理费，并失去下一年的承包资格。 所有承包人处于一种竞

赛的压力之下。
（二）分析思路

气温、降水、湿度等宏观因素在一个农场范围内都可被视为常量，对分析产量差别意义不大，
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而且在兴民农场内部，种子、化肥、农药、作物种植密度以及农具使用都

是相同的，也无法视为产量差距的具体因素。 可能产生影响的只有水、土地和管理三个因素。 从

观察和访谈得到的资料看，兴民农场的所有地块都是水浇地，用水便利。 土地肥力是影响产量的

一个重要因素，针对农场不同地块的肥力情况，笔者专门访谈了农场的技术员王德宏。 以农业技

术员的专业眼光判断，他认为南区的地块更好、更适宜种植。 那么为什么一个各种生产条件类似，
甚至土地更好的南区地块的作物产量要明显低于北区呢？ 在排除以上因素之后，只剩下田间管理

这一要素。 我们可以推论，问题出在田间管理这一环节，即南区承包人的田间管理水平低于北区

承包人。
分析不同承包人之间的管理水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比他们的管理分，囿于资料限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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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取得所有承包人的管理分数表，但主管这项工作的农场技术员为我们提供了管理分的整体情

况。 通过与农场技术员访谈，我们发现，南区承包人的管理分确实低于北区承包人，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两大区域的承包人在田间管理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农场主王辰林对这种差距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地谁都会种，他们本来就是农民，自己家的地为什么都种得很好呢？ 关键看尽不尽

心”。 换句话说，几乎所有能到兴民农场来承包地块的农民都有不错的田间管理经验，管理分的差

异并不能真正体现他们耕作水平的高低，而是体现了他们对待自己地块的态度。
这样的说法明显指向有的承包人利用农业监督困难的特点而没有尽心管理自己的地块，问题

出在了“人”身上，即这些有着社会关系和潜在竞争关系的不同承包人之间。 因此，我们将借由兴

民农场南北区产量差异这一问题的分析，来展现不同承包人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具体农业生产经营

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奇特的产量差异现象与农场主和承包人之间本身存在社会关系这一事实

有些冲突，这提示我们，除了这些外显的、实际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单纯理解承包人和农场主之间有无社会关系及关系的远近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深入到农场主和

承包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关系结构层面，以及不同承包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层面进行更细致的分

析，特别是他们之间的一些“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 ［２４］等更加需要重视。

三、关系性质、关系结构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通过前文，我们知道农场不同地块的承包人与农场主之间本身就存在社会关系这个事实，但
是这一事实对于我们分析承包人与农场主之间，以及不同承包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和结构并无帮

助。 分析不同承包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具体的农业经营活动，首先需要我们脱离农场，对
他们之间的关系追根溯源，追溯到农场主王辰林的老家———柳镇王庄村———去看当地社会本身的

关系结构，然后再将这种结构带回农业经营，考察其对农业经营的影响。 在追溯这个问题的过程

中，笔者受到兴民农场的副农场主郭伟宏的启发。
笔者：我也不懂啊，怎么看着路北的麦子就是比路南的好？
郭伟宏：三年了，都是这样。
笔者：为什么这样啊？ 地也差不多，种子、化肥、农药都用的一样的。
郭伟宏：人不一样。
笔者：讲讲怎么不一样？
郭伟宏：我也说不很明白，这里谁都知道，北边是“人尖儿”，南边是“平头儿”。

郭伟宏提到的“人尖儿”指的是王辰林老家王庄村的村庄精英，或者是一些在其他方面较有能

力的人，“平头儿”指的是王庄村的平头百姓。 但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认为村庄精英比平头百姓的

耕作技术更高，因为前文已述，这种管理水平差异的根源在于他们自己对待自己地块的尽心程度。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在影响南北地块承包人的责任心呢？

首先来看承包人与农场主之间的关系性质。 在这里，农场场长王福城特别重要，因为王福城

不仅是农场中负责生产经营的主管，同时还担任王庄村的村主任长达 ２０ 年，在王庄村很有影响

力。 在兴民农场工作的不少承包人都是“响应主任号召”来承包土地的，所以我们在分析承包人与

农场主关系性质的时候，也将农场场长王福城纳入。 可以说，更准确地表述应该是承包人与农场

领导的关系性质，这里的农场领导包括农场主王辰林和农场场长王福城。 我们将承包人与农场领

导在产生雇佣关系之前即存在社会关系的情况称为“直接关系”；承包人与农场领导并不直接认

识，而是由引荐人介绍的称为“间接关系”。 北区承包人与农场领导有直接关系的 ８ 人，有间接关

系的 ４ 人；南区承包人与农场领导有直接关系的 ７ 人，有间接关系的 ５ 人。 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

关系性质的形式出发，南北两区的承包人与农场领导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需要我们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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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些直接关系中是哪些人。
表 ３　 兴民农场北区地块中与农场领导具有直接关系的承包人

承包人 与农场主以及场长的关系性质

王福青 王福城的“拜把子”兄弟

李瑞睿 王辰林老婆的姑父，跟随王辰林做生意六年以上

王福金 王福城的叔兄弟

王永辉 王辰林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跟随王辰林做生意十年以上

王辰善 王庄村的村委委员，与王辰林是在五服之内的亲属关系

王福生 王庄村的“小诸葛”，很多村民都找他商量事情

王福春 王庄村的前任支部书记，和王福城关系很好

王福章 王福城的副手，王庄村的村委会副主任

　 　 表 ３ 呈现出和农场领导具有直接关系的北区承包人确实能够称得上是郭伟宏所谓的“人尖

儿”。 其他 ４ 个有间接关系的北区承包人在一些方面也非常特殊，其中杨国通参加过对越自卫反

击战并负伤，荣立过三等功，他是王辰林岳父的远房叔叔，在当地很有名气；申罗阳和申汉文是李

瑞睿的外甥；张华盛是王辰林岳父的侄子。 在笔者做田野调查期间，除了张华盛只在田间管理的

时候出现在农场之外，其他的北区承包人几乎天天来农场，和农场领导一起吃饭打牌，王福金、王
福青、王福章和王永辉更担负着农场日常建设的任务，每天必须按时上班。 北区的承包人与农场

领导的互动更加频繁，关系也更加紧密。
与此相比，南区承包人与农场领导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疏远。 一方面，在王庄村既有的关系结

构中，他们是村庄中的普通村民，较少和村庄的领导发生互动；另一方面，除了参与必要的农场经

营活动之外，他们很少出现在农场，与农场领导进行“社会性”互动的情况也不多见。 这种关系的

远近程度具体到农业经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承包人参与土地经营的频率，在农场常

规例行的管理环节之外，北区承包人更多参与自己地块的管理，几乎每天都会去自己的地块查看，
也因为与农场主社会交往多而对农业经营更加上心，而南区承包人在必须进行例行管理的时间之

外，很少待在农场。
但是关系远近程度的分析对于解释南北两区的产量差异仍然不够充分。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

们将南北两区看成相对封闭的区域，从不同承包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出发，考察其对农业经营的

影响。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北区承包人不仅与农场领导的关系亲近，而且北区承包人之间的互动

也更加频繁。 比如，申罗阳和申汉文两人与农场主的关系是间接关系，他们都是由舅舅李瑞睿介

绍而来的，与王庄村的村民也并不认识。 但是李瑞睿却与北区的承包人都很熟络，他的两个外甥

在他的带动下，很快也和北区承包人熟悉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北区的承包人之间关系结构更加

紧密，关系的聚合程度也更高。 相比而言，南区承包人之间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我们以与农场领

导具有间接关系的南区承包人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具体情况见表 ４。
表 ４　 兴民农场南区地块中与农场领导存在间接关系的承包人

承包人 间接关系

孙全超 王福金的连襟

韩洪波 王永辉的姐夫

张佳吉 王辰林岳父的侄子

付东明 王福青的连襟

张亚伟 王辰林岳父的侄子

　 　 表 ４ 显示，除了张佳吉与张亚伟这两个承包人的引荐人为王辰林的岳父，他们互相认识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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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具有间接关系的承包人之间并不互相认识。 而且他们与同处南区地块、来自王庄村的村民也

不互相认识，从形式上看，南区承包人之间的关系聚合程度不可能太高。 更加重要的是，这 ５ 个人

的引荐人要么不参与农场的实际经营，比如张佳吉和张亚伟的引荐人几乎不出现在农场；要么与

他们并不处于同一个区域，比如孙全超、韩洪波、付东明的引荐人的地块都位于北部。 这使得他们

与北部的申罗阳和申汉文这样的承包人很不一样。 因为前者与他们的引荐人并不处于同一区域，
而后者与引荐人则处于同一区域。 这样的关系结构通过相对地理位置分布对具体的农业生产经

营产生影响。
承包人之间不同关系结构对农业经营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北区承包人之间更多以换工的方式

完成农业经营，而南部则更多以雇工的方式完成农业经营。 因为各个地块的农时不同，在面对需

要大量劳动的时候，互相认识的承包人进行较多的换工，而互不认识的承包人，则主要请自己的亲

戚帮忙或者雇佣其他人。 这一差别主要是由南北区承包人之间不同的关系聚合程度决定的，北区

承包人之间关系聚合程度更高，他们在换工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北区的王永辉在选择

换工对象的时候，可以覆盖农场内除三四个人以外的所有人，而南部的付东明在换工的时候，基本

上只能选择他的引荐人王福青，这还要看王福青自己地块的工作完成进度以及他是否再和其他人

换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部和南部的承包人之间不会进行换工。
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北部地块在农业经营的不同环节形成了不同的互助组合。 我们以打农

药这项需要投入较多人工的农业管理环节为例来说明，北区的承包人王福生的地块已经完成了打

药任务，但是他和他放暑假的儿子依然每天背着药筒去打药。 经过访谈，王福生和王福春、王福章

在打药这一环节形成一个互助组合，相当于三家人共同合作完成三个地块的打药任务。 与此相

比，关系聚合程度不高的南部则更多是雇人完成打药工作，这在北区和南区相似面积地块的承包

人所花费的雇工费用中可以得到证明。 南区的承包人韩洪波是王永辉的姐夫，耕种 １８ 号地块，面
积 ２０９ 亩，和北部承包人王福生的地块规模相当（王福生地块 ２０７ 亩），但是两人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生

产年麦季的雇工支出差别很大，王福生的雇工费用在 ８０００ 元左右，而韩洪波的雇工费用超过了

１３０００ 元。
雇工和换工在农业经营中的效果不同。 首先，换工建立在互相熟悉和更加紧密的关系之上，

更能保证劳作的效果，换工的监督成本更低。 雇工的效果则要具体看雇佣的工人以及监督的成

效，但总体效果比不上换工。 其次，仅仅从花费上来看，虽然换工的承包人是以自己的劳动抵消了

雇工的成本，与雇工差别不大，但在实际的农业经营与社会交往中，换工加强了不同承包人之间关

系的聚合程度，形塑并改变承包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与关系结构。 在 ２４ 个地块呈现出北部承

包人更多互助合作，南部承包人更多“单打独斗”的场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承包人与农场领导的关系远近，通过影响承包人对自

己所承包地块的尽心程度以及他们参与农业经营活动的频率，影响农业经营的效果。 第二，南北

不同区域的承包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和关系聚合程度通过相对地理位置分布的不同产生换工和雇

工的差别，进一步影响农业管理环节的质量。 关系性质和关系结构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进而产

生了南北区域的产量差异，这也是本文提出的用来解释南北区域产量差异的第一个“社会性”
因素。

四、竞争、风气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前文展现了不同承包人之间的既有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具体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能忽视

的是，在不同承包人互助合作的同时，他们之间还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 因产量高低和管理水平

差异导致的不同积分，不仅产生不同承包人之间差别化的管理费，更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承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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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那么，这种不同承包人之间的潜在竞争关系是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经营，并造成南北部产量差

异的呢？ 本文提出第二个“社会性”因素———风气。
这种较为虚幻、不好把握的因素不太容易通过经验的方法来进行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风气

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我们将通过展现兴民农场内部的产量排名，以及这种排名对南北部不同承包

人的心态产生的细微变化来正面论述风气的产生与作用机制。 我们先来看兴民农场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这两个生产年小麦生产的亩产排名，具体情况见表 ５。

表 ５　 兴民农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生产年小麦产量统计与承包人排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生产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产年

承包人 区域 总产量 ／ 斤 土方面积 ／ 亩 亩均产量 ／ 斤 排名 承包人 区域 总产量 ／ 斤 土方面积 ／ 亩 亩均产量 ／ 斤 排名

李瑞睿 北 ２６５６００ ２３６ １１２５ １

王福邦 南 １６７３８０ １５０ １１１５ ２

王永辉 北 １３９７００ １２８ １０９１ ３

王福青 北 ２３０１６０ ２１１ １０９１ ３

付东明 南 ２２１９２０ ２０７ １０７２ ５

王福镇 南 ２０９０００ １９８ １０５６ ６

韩洪波 南 ２２２４２０ ２１１ １０５４ ７

王福生 北 ２１５６４０ ２０５ １０５１ ８

王福原 南 ２０９６４０ ２０９ １００３ ９

王福春 北 １５６９００ １５７ ９９９ １０

王福金 北 ２２４９６０ ２３０ ９７８ １１

张华盛 北 １３７３４０ １４２ ９６７ １２

杨国通 北 １３３２８０ １４０ ９５２ １３

王德莱 南 ２１２１００ ２２４ ９４７ １４

王福华 南 ２０１７４０ ２１８ ９２５ １５

王福丰 南 １７１０２０ １９１ ８９５ １６

王德山 南 ２２０２２０ ２４８ ８８８ １７

王辰铭 南 １８８８６０ ２２２ ８５１ １８

张佳吉 南 ８２０８０ ９７ ８４６ １９

王辰善 北 ２２４１００ ２７２ ８２３ ２０

孙全超 南 ２０８４４０ ２８３ ７３６ ２１

王福良 南 ２４０９６８ ３３１ ７２８ ２２

张亚伟 南 ５５８２０ １０２ ５４７ ２３

王福章 北 ９２０６０ １９５ ４７２ ２４

申罗阳 北 １２８５４０ ２７７ ４６４ ２５

孙平江 南 ５０１２０ １２１ ４１４ ２６

王福春 北 １５３６８０ １３８ １１１３ １

王福青 北 ２２４７６０ ２１１ １０６５ ２

王永辉 北 １２５２２０ １２０ １０４３ ３

王福金 北 ２２９４６０ ２３７ ９６８ ４

王福生 北 ２００４２０ ２０７ ９６８ ４

王福丰 南 ９５６９２ １０１ ９４７ ６

韩洪波 南 １９２３８０ ２０９ ９２０ ７

李瑞睿 北 ２１５５８０ ２３６ ９１３ ８

杨国通 北 １２７６４０ １４１ ９０５ ９

王福邦 南 １２３２４０ １４９ ８２７ １０

王福华 南 １４６４２０ １８８ ７７８ １１

张亚伟 南 ７９１００ １０３ ７６７ １２

王德莱 南 １６９２２０ ２２２ ７６２ １３

王福原 南 １５３８６０ ２０６ ７４６ １４

王福镇 南 １４６２８０ １９８ ７３８ １５

孙全超 南 １８０２８０ ２４６ ７３２ １６

付东明 南 １６２９００ ２２７ ７１７ １７

张佳吉 南 ７７９４０ １１７ ６６６ １８

王辰善 北 １６３６００ ２６４ ６１９ １９

王福良 南 １１３５４０ １８６ ６１０ ２０

张华盛 北 １０１１８０ １６６ ６０９ ２１

王福章 北 ９５４２０ １８６ ５１３ ２２

申汉文 北 ３９４４０ １０１ ３９０ ２３

申罗阳 北 ８４０６０ ２５３ ３３２ ２４

　 　 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产年内，申罗阳与申汉文的统计数字与现实明显不符，经与会计核对，申汉文和申罗阳的产量没有完全计

入农场的统计之中，他们两人的亩产量高于表格中的数字。

通过对比表 ５ 中兴民农场在两个生产年内所有承包人的亩产排名情况，我们发现一些有规律

的现象。 第一，北区的承包人申罗阳、王福章、王辰善和申汶文，南区的承包人王福良，他们的地块

亩产水平一直较低。 其原因是他们的地块有一些村庄复垦的宅基地，而且三等地比较多。 这是历

史的、短期无法改变的因素，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第二，除了这些土地肥力不高的地块，
北区承包人的排名整体上处于前列，特别是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产年，北区承包人排名更是全面压倒

南区承包人，北区的前五名就是整个农场的前五名。 与之相关，南区承包人的排名则整体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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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物高产呈现小区域分布。 王福青、李瑞睿、王永辉三个相邻地块持续高产，王福春和王福

生两个地块也是连年丰收。
为什么兴民农场在产量排名方面会形成北区承包人整体靠前、南区承包人整体靠后的结构

呢？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每年的第一名总是出在北区，使得北区承包人内心发生了一些细微

变化，这些细微的心理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经营活动导致北区承包人整体上形成了竞争高产

的风气。 下面我们以两位北部承包人的案例来论证这一点。
案例一：王永辉是兴民农场中农业生产名列前茅的承包人，曾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生产年

所有承包人中排名第一。 但是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生产年，他第一的位置被同在北区的李瑞

睿“抢走”。 两个人的地块紧挨着，李瑞睿是 ２ 号地块，王永辉是 ４ 号地块，两个人在生产

的各个方面也在不断较劲。 王永辉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的一次访谈中说，“看着别人的棒子比

我的长得好，心里就憋股劲儿。 李瑞睿今年的麦季得了第一，虽然我嘴上说，他没别的本

事，就是凭着他的地比我好，但心里想，他来得早，我得更早，想个法，明年的产量一定要

超过他”。
案例二：兴民农场北区的 ７ 号地块属于杨国通，他当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受过

伤，立三等功。 因为腿部负伤的原因，他走路有些不太方便，但他依然坚持很早就下田劳

动，几年的排名都属于中间偏上位置。 在与笔者的访谈中，他虽然没使用“风气”这样的

词语，但是他的话语中明显受到了风气的影响。 “我们北边的心理压力大啊，王永辉、李
瑞睿轮流当第一，福青、福金也年年都是前几名，你看看我这地，本来就不怎么好，东边又

是福金的。 地靠着地，人家都是亩产 １０００ 斤，我亩产 ６００ 斤，好意思吗？ 算起来我还是老

板的长辈呢，有这么当长辈的吗？ 老板都得替我担着脸。”
从这两个案例中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北区承包人的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高产或者害怕自己

落后的风气，这反映在农业经营中表现为他们更尽心地经营自己的地块，而且生产效率很高。 风

气的产生始于第一名总是出现在北区，同时很多排名不错的承包人也都出现在北区，地邻搭界的

位置以及潜在的竞争关系产生了互相攀比的心态以及竞争高产的风气。 这一风气同样也在强化

北区靠前、南区靠后的排名结构，这可以从表 ５ 的变化得知。 兴民农场的会计卢杰也有着同样的

判断，他认为，“刚经营的时候，南北区差不多，从第二年开始，差距越来越大”。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对以上两位承包人的说法没有使用“面子”或“人情”这样的概念，是因为

虽然其中有面子的影响，但面子产生的压力无法解释南区的情况，北区的第一名也是全农场的第

一名，这为什么无法带动南区的产量呢？ 如果说原因在于北区和南区的地块不相邻，那么南区同

样也有名列前茅的承包人，为什么南区的承包人不会因为面子的压力而好好种地呢？ 所以南北区

的产量差异并不能完全由面子来解释，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南区的承包人整体上呈现“得过且

过”的风气，这种情况主要由两个承包人造成，我们以案例三来说明。
案例三：张佳吉与张亚伟是王辰林岳父的侄子，两个人都是在农场成立之初就成为

这里的承包人，他们分别承包位于农场南区的 ２０ 号和 ２２ 号地块。 他们承包的地块面积

不大，管理难度相比那些接近 ３００ 亩的大地块而言比较容易。 但这两人却被公认为“种

地不好”。 如果仅仅从亩产排名来看，他们两个人的产量并不是倒数第一，而是处于中间

偏下的位置。 但是农场主王辰林依然顶着岳父的压力，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产年麦季结束

的时候将这两人解雇。 这两个人被开除并非因为产量的原因，因为单纯从产量看，一些

承包人比他们的产量更低，但产量低可能有土地的原因，比如申罗阳的产量连续两年倒

数，也没有被开除，是因为他的地块多为刚刚复垦的宅基地。 这两人被开除的原因是，他
们的地块经常长满野草而很少管理，这两个地块又正好处于农场中间的位置，给大家带

来了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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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好的影响是，南区承包人也产生了互相攀比的心理，不过攀比的内容不是谁的产量更

高，而是比谁更能“得过且过”。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产年，不少南区的承包人已经基本放弃了花钱雇

工来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做法。 笔者发现，南区承包人在除草的时候不再雇佣足够的工人来喷洒

农药，而是只带几个家人，随便喷洒一下完事。 有几个南区的承包人对笔者表示，“反正有那两个

垫底的呢，只要地里的草别比他们多就行了，要开除也有人顶着呢”。 受南区整个风气的影响，南
区的不少承包人已经开始消极怠工。 南区承包人对待土地的态度明显与北区承包人不同，“随便

喷洒农药了事”的经营行为与北部承包人“他来得早，我得更早”的经营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

种不同的风气共同作用，导致了南北两大地块的产量差距更为明显。
除了南北两区承包人的访谈和讲述能够证明风气的作用外，开除之后的故事也可以作为风气

及其作用的论据。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生产年的小麦收割完毕后，王辰林开除了南区的两个承包人张

佳吉和张亚伟，对他们原来的地块，即 ２０ 号和 ２２ 号地块重新分配。 ２０ 号地块分给了一个新的承

包人付方盛，他是王辰林远方姑姑的妹夫；２２ 号地块分给了几年来一直产量不错的王永辉。 关于

再分一个地块给王永辉的考虑，可以参见如下访谈。
笔者：在南边给永辉一块地，这不是加大了他的管理难度么，他这两块地离得可是够

远的。
王辰林：这不是问题，哪边有事去哪边。 给永辉扩大“封地”，可以多给他点收入，他

在北边的地块有点小，跟他靠着的都是 ２００ 多亩，就他 １００ 多亩。 给他地，首先的意思是

奖励，要让大家看一看，我不是吝啬的，只要你认真干活，我就多给你土地，让你不断增加

收入。 还有一个，永辉去了南边，能给他们（南区承包人）树个榜样，对他们的上进心也有

带动作用。
通过这段访谈，我们看到，虽然王辰林没有使用“风气”这样的词语，但是他明显意识到南区

“得过且过”风气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南区承包人消极怠工的现象不利于农场的整体经

营。 他的解决措施也是从风气入手，首先将影响风气的坏典型剔除，再为北区管理水平好、产量前

列的承包人增加一块位于南区的地块，以此来带动南区承包人的上进心，改善南区的风气。 奖励

“封地”的做法更能带动整个农场的风气。 从他的解决措施中，我们明显感受到风气的作用，虽然

形成和影响风气的是不同承包人内心一些想法的细微差别，但是这却构成影响南北区产量差异的

可变因素。
风气一旦形成，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态和行为。 兴民农场北区承包人连年第一的排

名和连片高产区的出现，促使北区形成了竞争高产的环境，南区的两个“坏典型”则使得南苉形成

了“得过且过”的氛围。 在这两种风气的作用下，形成了北区承包人辛勤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而南

区承包人消极懈怠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南北区的产量差距，且这一差距数年来有不断

扩大的趋势。 农场主意识到这种趋势，但并没有使用激励、惩罚等立竿见影的措施，而是采用了相

对主观且具有“社会性”的措施。 先从改变风气开始，剔除“坏典型”，植入“好榜样”，进而改变南

区承包人的局部风气。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认为，风气是影响南北部产量差异的第二个“社会性”
的因素，不同承包人的心态和行为展现了他们之间潜在的竞争关系是如何影响具体的农业生产经

营的。 这一影响机制可以表述为风气影响经营管理行为，经营管理行为影响产量。
风气为何物？ 我们较难对这种虚幻且无法用肉眼捕捉的因素作严格的概念界定。 从本文的

研究来看，风气产生和发挥作用有着特定的前提条件，北区之所以能够形成“你追我赶、竞争高产”
的风气，与北区“人尖儿”密集、承包人之间关系结构紧密是分不开的。 与之相对应，南区之所以形

成了“消极懈怠、得过且过”的风气，也与南区承包人与农场主关系疏远、承包人之间关系结构松散

紧密相关。 从这样的描述来看，本文所使用的“风气”概念不同于更大范围内“社会风气”的含义，
“风气”这一词语重要的是“风”而非“气”，它产生于具有社会关系的特定人群之间，并对这一人群

８５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９ 卷



有着“笼罩性”的影响。 这样的分析思路遵循民国社会学关于“厂风”的研究传统［２５］ 。 在这部工厂

民族志中，史国衡着重讨论了一个兵工厂的“厂风”，厂风的研究分为工人之间的关系和工人与职

员之间的关系，厂风不靖直接导致怠工和高流动率［２６］ 。 本文的风气研究也落实到关系性质与关

系结构上。 《昆厂劳工》的副标题是“内地工业中人的因素”，虽然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公司型农场

内部的产量差异，但是在本文这里，“人”的因素对农业产量造成的影响是文章的核心关切，这里的

“人”不是“经济人”，也不是单纯的“劳动力”，而是处在社会关系和伦理结构中的人。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兴民农场的案例为主要资料，从工商资本下乡之后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实践出发，通
过讨论兴民农场在具体经营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即南区和北区的产量差异及其原因，展示了不同

承包人之间固有的社会关系和潜在的竞争关系是如何影响具体的农业生产经营的。 我们发现，不
同的承包人之间既有的社会关系在具体的农业经营中，会因为不同的关系性质表现为不同的交往

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形成了承包人之间不同的关系结构和聚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承

包人在农业具体经营中对于换工和雇工之间的选择，换工和雇工的不同效果构成了产量差异。 除

此之外，不同承包人之间潜在竞争关系的存在，以及产量的排名结构，使得不同地块承包人之间形

成了不同的风气，这种风气影响了承包人的心态和他们的农业经营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

了既有的产量差异结构。 在这一研究中，社会关系和农作物产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是“风气”，不同

的关系结构会产生不同的风气。 这些不同的关系结构和风气共同作用于农业的经营活动，作用于

不同承包人对土地的管理实践，进而产生了产量差异。 可以说，关系结构和风气正是其产生影响

的具体作用机制。
在这场并非人为设计的自然景观下的农业生产实验中，南北两区域不同的承包人呈现出勤

劳、懒惰的经营管理行为，并造成了产量差异。 在这场“实验”中，为什么有的承包人努力工作，而
有的承包人借机偷懒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气？ 本文从社会学自身的传统出发，将其置于具有丰

富内涵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中去考察，解释了关系结构与风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回应了农业

生产的社会基础，这样的尝试与时下关于农业社会学的研究传统相互契合［２７］ 。 不少研究注意到，
工商资本下乡之后成为政策语言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关注这一经营主体发挥的作用和扮

演的角色。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经营主体首先是充满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其次才是经济组织，
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活动与社会关系紧密相关。

本文关于不同承包人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具体农业生产经营的这一问题的回答，即关系结构通

过影响风气影响了农业经营活动。 从更高的层次上也是对社会学从关系视角研究经济行为的补

充，特别是与学术界对于社会关系与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这一研究议题成果丰

硕，尤以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研究为代表，但不少关于嵌入性的研究更加注重关系的形式而

忽视关系的实质，后续研究走向社会网络分析。 “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形式分析固然能够理解

经济行为，但是抽象地分析关系的形式使得这类研究依然没有揭示关系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作用机

制。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从关系的形式分析转向注重对关系的伦理意涵，并力图挖掘伦理的

历史意涵［２８］ 。 在这一研究传统下，我们能够看到有学者以“不好意思” “将心比心” “曲尽人情”等
本土概念指明社会关系与经济活动的作用机制［２９］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提出的“风气”也是在这一

研究传统下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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